
2025年第11期

· 94（总         ）·

秦徙都前后咸阳地区聚落格局演进观察
何家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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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mid to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relocation of the Qin capital to Xianyang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suburban areas surrounding the city, leading to structural reorganization of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the region. Prior to the move, burial grounds in the area were relatively 
simple in structure and slow to expand, with tombs generally small in scale and low in rank, showing limite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The settlement system likely revolved around the walled settlement of “Du” and consisted of 
scattered small-scale communitie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Xianyang as the capital, characteristics of suburban 
cemeteries underwent a marked shift. Based on their distance from the capital, scale and layout of cemeteries, 
tomb features, and cultural elements, these burial ground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corresponding 
respectively to cemeteries of the capital residents, county-town inhabitants, and rural village populations. This 
reflects the emergence of a clearly stratified urban-rural settlement system centered on the capital, Xianyang.

因此，本文即着眼于秦都咸阳城市范围之外

的城郊空间，结合文献记载的各级城邑乡里

和考古发现的城郊区域众多居民墓地，研究

“徙都咸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各级聚落

的空间分布和产生、发展过程的深刻影响，

以及由此展示出的秦咸阳城城郊空间格局的

演进过程。

一、“聚落”与“郊”之概念

秦汉时人对“聚落”或以“聚”“落”

分称，如《史记》载“一年而所居成聚，

二年成邑，三年成都”[1]，《说文解字》云

“聚，会也……邑落云聚”[2]；或以“聚

落”连称，如《汉书》“稍筑室宅，遂成聚

落”[3]。关于秦国和秦代的基层行政体系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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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徙都

咸阳之前，包括咸阳在内的关中中部地区，

仅有极少数城邑之名零星见于史书之中，与

咸阳因政令倏然而兴成为秦都后周边星罗棋

布的多级城邑布局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

说，咸阳作为都城的设立，深刻影响了广义

上的“咸阳地区”，即包括作为都城的咸阳和

都城之外的广阔区域中，有关政治、经济、

军事等空间格局的塑造。相较于对秦咸阳城

形态布局、功能分区等城市本体的研究成果

之丰硕，咸阳城外之“郊”虽与城市紧密联

系，但已有研究多集中于陵寝、园囿等个体

的相关遗存本身，较少见以宏观的视角，

将“郊”视为与城内空间相对应的一个整

体，归纳统合众多分散遗存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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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结构，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即使根

据文献可知存在“县”“乡”“里”等单位，

但除此之外的“聚”“亭”“邑”等单位相互

之间及其与前述县乡之间存在何种归属关

系，其规模和性质又有何种差异，仍众说纷

纭。因此众人所述“聚落”的概念，涉及到

对历史文献的不同理解，在内涵上也往往有

所出入。本文所采用“聚落”概念，更倾向

于白云翔提出的广义的“聚落”，即包括城市

在内，一切人类聚居活动的场所[4]。

“郊”在两汉及更早的文献中通常指代

相对于大型城邑而言的城外空间[5]。如《尔

雅·释地》言“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

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6]；

郑玄注《周礼·秋官》曰“去国百里为郊，

郊外谓之野”[7]；《说文解字》言“距国百里

为郊”[8]；杜子春注《周礼·地官》进一步按

距离细分，“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9]

等，均是将“郊”依附于“城”，而后通过

附加距离条件予以定义和进一步区分。为便

于分析讨论，本文在刘庆柱界定的秦统一时

咸阳城范围的基础上[10]，参考李令福提出的

咸阳城郊范围[11]及石兴邦提出的秦人“陵随

都移”，即陵墓作为都城有机构成部分的传

统[12]，将郊县、离宫、苑囿与陵墓囊括入郊

区范畴。以咸阳宫区、兴乐-章台宫区为核

心的都城作为“城”，城市外围广大区域（下

文简称“本区域”）作为城外之“郊”，二者

共同构成了广义的“咸阳”（图一）。

本区域考古工作已开展数十年，夯土

基址、城墙、房址、水井、道路等城市聚落

遗存发现相对较少，数量最多、最具有代表

性的遗存当为中小型墓葬及其聚集形成的规

模不等的墓地。此类遗存的时空分布不均匀

性较为显著，时间上以战国中晚期“徙都咸

阳”为界，在此之前墓葬数量稀少、墓地规

模普遍较小，在此之后墓葬数量大幅增长、

墓地规模显著扩张；空间上则主要分布于咸

阳城西、南、东三个方向，北部广阔范围内

资料较少。因此本文在时间上选择以秦“徙

都咸阳”为界，分前、后两期展开对比，在

空间上则将研究重点放在都城郊区空间的中

部和南部。为便于表述及前后对比，在讨论

秦徙都咸阳前的与上述咸阳之“城郊”相对

应的空间范围时，同样以“郊”称之。

二、徙都之前的“县鄙之地”

（一）前期居民墓地考古发现

目前本区域内可明确的秦墓时代上限

为春秋中期，时段属前期的墓葬材料较少，

主要有任家咀[13]、益尔[14]、客省庄[15]、光华

胶鞋厂[16]、半坡[17]、曹家堡、马腾空[18]等墓

地。以分属渭水、潏水、沣水沿岸的任家

咀、光华胶鞋厂、客省庄三处墓地为例，其

前期墓葬面积集中于3～7平方米，且极少有

使用铜礼器的较高等级墓葬，多见仅有日

用陶器甚至无陶器者。随葬陶器多见鬲、盆

（盂、钵）、罐组合，偶见喇叭口罐、囷、

甗等，以陶器为主的随葬器物形态和器物组

合等同属于秦“春秋型”器群范畴[19]，与口

大底小或口底同大的竖穴土圹墓葬形制，以

及西向头向、屈肢葬式等，共同构成前期

各墓地高度一致的主流葬制（表一）。且

墓地内部空间结构较为简单，尚未形成明

显的大规模墓位形态，多见以4座以上的墓

葬构成小规模群组，基本不见两两成组的

“对墓”。

整体而言，本区域前期墓葬发现较少，

墓葬规模较小、等级偏低且分化不明显，文

化因素较为单一，墓地结构较为简单，尚未

发现规模庞大、统一规划色彩鲜明的大型墓

地。而且在数百年的发展时段内，本区域墓

葬的文化面貌未显著改变，或反映出在此时

段内，各墓地的主要使用人群基本保持稳

定，未出现较大规模的人口增长，亦未发生

明显的人群更迭。

（二）前期聚落格局复原

秦在本区域置县较早，武公元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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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697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十年

后“初县杜、郑”[20]，彼时尚在春秋早期。

但在此之后直至孝公并诸乡聚置县，见于文

献记载的县再无变动，除“杜”外仅有“骊

（郦、丽）”“戏”“鄷（豊）”“犬丘”等规

模、等级皆不详者。在此背景下，本区域前

期的聚落格局较为模糊。

“杜”见于秦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

表一	 本区域部分前期墓地主流葬制特征统计表

墓  地
使用主流葬制墓葬数量（座）及其占比

竖穴土圹 西向 屈肢葬式 无铜礼器/陶礼器 陶鬲、盆、罐组合

任家咀（一至四期） 123（100%） 98（79.7%） 106（86.2%） 104（84.6%） 59（48%）

光华胶鞋厂（一至三期） 12（66.7%） 16（88.9%） 16（88.9%） 15（83.3%） 9（50%）

客省庄 68（95.8%） 42（59.2%） 60（84.5%） 66（93%） 14（56%）

    说明：�客省庄墓地的71座墓葬中，仅有25座出土陶器，表中计算该墓地使用陶鬲、盆、罐组合的墓葬占比为占全
部出土陶器墓葬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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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秦咸阳城城郊范围示意图
（咸阳周边县邑地望参考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第118～14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此外，徐卫民认
为秦曾短期以泾阳为都，参见徐卫民：《秦内史置县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1期。其中部分缺少考古材

料支撑的城邑，本文暂不讨论，仅作为咸阳城郊的构成要素标注于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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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县杜”，汉长安城覆盎门一称“杜

门”，取其南向直对故杜县之意；而与覆盎

门南北对应的今西安城南山门口、杜城村，

曾出土秦代“杜虎符”，虎符刻铭曰“右在

君，左在杜”[21]，由此一般认为今杜城村一

带即为秦杜县之所在。该地历年来发掘了数

量庞大的春秋战国秦墓葬，除光华胶鞋厂

墓地时代上限可早至春秋晚期外，近年在杜

城村以西的曹家堡村发现的大量秦墓，时

代可早至春秋中期，其中不乏有采用殉人

葬制者，甚至有2座出土五鼎四簋的高等级

墓葬，另有车马殉葬坑等，与同时期其他

墓葬数量较少、墓葬规模较小，随葬铜礼

器、仿铜陶礼器比例更低的墓地形成鲜明 

对比。

“骊（郦、丽）”“戏”均见于《左

传》。“晋献公伐骊戎”，“骊戎故城在新丰县

南十里，殷、周骊戎国城也”，杜注云：“秦

灭之以为邑”[22]；“申伯与鄫及西戎伐周，战

于戏，幽王死，诸侯废伯服而立”[23]，且晋

侯曾多次于戏地进行会盟，“……伐郑，十有

二月己亥，同盟于戏”[24]，表明两地前期可

能即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聚落。“骊”“戏”均

应位于骊山以北、渭河以南的阶地上[25]，该

区域目前尚未有前期墓地资料公布。

“鄷（豊）”见于秦封泥“鄷丞”，但

有观点认为秦封泥所见之“鄷”即为周所

设之“丰”地。王辉引封宗邑瓦书“取杜

才（在）鄷丘到于潏水，以为右庶长歜宗

邑”之言，认为西周丰京故地在战国晚期称

“鄷”[26]；马孟龙指出“鄷”的具体地望可

能位于今客省庄一带[27]。该地前期仅见有客

省庄墓地，时代上限可早至春秋战国之际。

“犬丘”之名见于《汉书·地理志》

“槐里”注，“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

名废丘”[28]。《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

“至懿王徙大（犬）丘，秦谓之废丘，今京

兆槐里是也”[29]。近年于沣河西岸东马坊遗

址出土“灋丘公”陶文，刘瑞考证此处应当

是秦之“灋丘”，且遗址夯土下层亦发现有

西周板瓦残片[30]，则此地可能同为周之“犬

丘”，目前尚未有前期墓地资料公布。

“弋阳”仅有《汉书·地理志》“阳

陵”条下注“故弋阳，景帝更名”[31]一处记

载，关于始设年代、级别等未有详述，多以

西汉阳陵邑的建制推测秦弋阳可能亦为县

邑。汉阳陵邑位于今西安市区以北、泾渭交

汇处以西的狭长台地中部[32]，该地已发现有

益尔公司墓地M28、M62等时代可早至春秋

晚期的墓葬。

本节所列举的前期墓地均位于文献记

载的聚邑附近，是否能够由此将考古发现的

墓地与文献所载一一对应，乃至将墓地人

群与聚邑居民直接联系起来，还需要进一

步的考证和研究。但上述聚邑除“杜”外，

其余大多记载语焉不详甚至文献失载，此现

象很有可能从侧面反映出本区域在成为都城

“郊”之前的时段内并未存在更多重要城

邑。结合对文献的梳理，或许可以初步判

断，任家咀、客省庄、益尔、马腾空等前期

墓地，可能即代表着本区域成为都城近畿、

形成完整的城乡体系之前，分散于此的小规

模聚落。而光华胶鞋厂、曹家堡等墓地中较

高等级墓葬的出现，则表明在秦人徙都之前

即有高等级贵族在“杜”居住，可认为其城

邑或已具有一定等级和规模。因此在对本区

域文献所载前期聚邑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

合考古工作的成果，通过大规模平民墓地寻

找人口聚集中心的思路，或许能够成为复原

本区域发展前期聚落空间格局及结构体系的

重要方法。

（三）徙都之前聚落空间格局

童书业曾指出，“据战国时人言，古时

（春秋以上）‘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

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春秋时有所谓

‘千室之邑’与‘百乘之家’对举，则‘大

都不过参国之一’者。又有所谓‘百室之

邑’，自为小邑，有无城待考。至所谓‘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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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之邑’，则未必有城，仅为里居耳”[33]。

马新认为与乡村普通聚落对应者，即为上述

“十室之邑”与“百室之邑”，而以十室与

数十室之邑为主，并认为此等小邑在官方记

载中多无称谓，往往直接以数名，又可称为

“里”[34]；王彦辉则进一步指出春秋时期仍

处于“邑居”的阶段，大部分居民集中于固

定的居民点[35]。

由前文可知，本区域前期聚落墓地结构

较为简单，墓葬规模较小、等级偏低且分化

不明显，墓地规模增长缓慢，一般认为此类

特征反映对应聚落规模较小、居民阶层分化

程度较低、人口流动性低、人群结构较为固

定等，而上述情况常出现于级别较低、人口

较少、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的小型聚落。马新

指出，“早期村落时代，由于村落经济生活的

贫困化与均等化，村落社会结构呈现平面化

色彩，居民地位与身份差异较小，贫富分化

也不突出”[36]，由此或许可推测本区域的早

期墓地恰代表着较为简单、分化不甚明显的

社会结构，反映出聚落较为封闭、自给自足

的经济特点，更有可能是以传统农业生产生

活方式为主的聚落，而非人口流动频繁、对

外交流活跃的大中型城邑。可知在秦徙都咸

阳之前的时间段内，本区

域的聚落空间格局整体而

言仍是由分散的小规模聚

落所构成，其性质也可能

更接近于周振鹤所言“县

鄙之地”，即本质是代指

国都以外的广大区域，或

在广大“县鄙之地”中所

建立的一座小型城邑[37]。

此时大部分聚落即使有

“县”之名，本质上应仍

接近于“百室之邑”乃至

“十室之邑”的范畴，符

合本区域内不同聚落之间

既因历史背景和宏观环境

的相似性，又因区位特征、营造背景等自身

因素的多样性而产生的“各自发展的微观

节奏”[38]。而“杜”作为本区域设立时间较

早、发展时间较长的城邑，重要性日益凸

显，成为都城咸阳建立之前本区域重要的中

心聚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徙都

咸阳之前，“杜”可能即为本区域聚落体系的

核心之所在（图二）。

综上所述，本区域在成为王畿之前，

除“初县杜”的杜县外，可能还存在着如上

文所列举的由墓地视角观察所得的数座聚落

一般，史书记载语焉不详甚至失载，星罗棋

布、扼守河流沿岸和交通要道，规模、等级

皆不详的城邑聚落；同时在城邑之外的广大

地区还可能存在众多本身即无明确名称、更

小规模的乡聚。此类空间格局，既符合秦人

初步建立起有效统治后设立的军事据点或早

期居民点经历各自发展演变为区域内规模不

等的分散聚落的过程，也符合秦人在新纳入

势力范围的广大地区建立并巩固控制、初步

设置治理体系的需要。本区域前期聚落格局

的形成和发展与秦人势力范围的扩张进程紧

密相关，聚落沿河而设，选址具有明显的政

治和军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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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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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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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徙都前咸阳城郊空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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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徙都之后的“王畿之地”

（一）后期居民墓地考古发现

都城咸阳的建立深刻改变了本区域的社

会经济格局，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

“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39]，使得本

区域由“县鄙之地”一跃成为“万户之邑”；

商鞅变法“集小（都）乡邑聚为县”[40]，进一

步促进人口的集聚，都城和都城周边的各级

城邑人口规模迅速增长，商品经济带来人口

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对战国中晚期至秦末咸

阳“城郊”的墓地材料进行归纳梳理，可总

结为以下三类[41]。

第一类，与都城距离约6公里以内，规

模庞大；墓地内以墓向、墓葬形制、器物

组合等为代表的葬俗葬制多样，文化因素多

元；墓地结构层级复杂，墓位关系以2～3座

墓葬组成的“对墓”及若干“对墓”构成的

小规模组合为主；出土较多戳印咸阳市亭类

陶文的陶器等。此类墓地多见于秦咸阳城西

郊、南郊两大墓区内，前者以塔儿坡[42]、尹

王村[43]等墓地为代表，后者以今西安市区北

部尤家庄、北康村、张家堡、翁家庄一带发

掘的众多秦墓地[44]为代表。

第二类，与都城距离6公里以上，规模

较大；墓地内人群结构较为复杂，分区聚集

特征较明显，往往出现相同或相似葬俗墓葬

在空间上高度聚集的情况，由此可将墓地按

照墓葬特征进行分区，但分区内部结构层级

不明显；除咸阳市亭陶文外，更常见本地市

亭陶文。以杜城墓区邮电学院墓地[45]、新丰

墓区新丰墓地[46]为代表。

第三类，与都城距离6公里以上，墓地

规模总体小于第一、二类墓地；墓地内人

群结构较为单一，不同墓葬等级分化不甚明

显；内部葬俗葬制的分区聚集特征显著，墓

地结构层级简单；基本不见市亭陶文。表明

墓地的使用人群既与都城交流较少，也与本

地县邑联系不甚密切，如半坡墓区半坡墓

地[47]、咸阳东郊墓区医废中心墓地[48]、张卜

墓区坡底墓地[49]等。

本区域后期居民墓地特征相较于前期

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墓葬分布重心

区域转移，既有墓地规模大幅扩张和新墓地

出现，墓地层级结构日趋复杂、墓葬等级分

化明显，葬俗葬制特征趋于多元、文化因素

多样性程度远高于前期等。上述现象反映出

在变革的背景下，大量外来人群的迁入和定

居，深刻影响了本区域传统人群的文化面

貌，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乡里社会关系和

城乡聚落体系[50]。结合以下对本区域后期各

级聚落格局的复原，可进一步明确秦徙都咸

阳所促成的本区域城市化和城郊空间“结构

性重塑”的过程。

（二）后期聚落格局复原

都城的建立使得本区域无论是人口规

模、人口结构、工商业发展水平还是经济结

构、社会形态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原有乡

邑聚落基础上进行的归并整合，基层行政体

系的设立和完善，也深刻影响了本区域的空

间格局，新出现的邑聚又进一步推动了城郊

空间内城乡体系的发展完善。

都城咸阳始建于渭河北岸台地南缘，

有观点认为秦孝公时期所筑咸阳城最初应仅

限于城西仓张、窑店一带[51]，而后百余年间

不断向东、南扩张，最终形成东抵兰池、南

跨渭河的格局，成为本区域内经济活动中心

和人口聚集重心。墓葬空间分布格局的改变

最为显著，大量居民墓葬在都城西、南两个

方向聚集形成咸阳近郊平民墓区。需要指出

的是，都城北、西北两个方向的台塬之上，

亦分布有数量较多的秦墓，形成咸阳北郊墓

区；但其中有相当比例应属咸阳陵区诸王陵

陪葬墓，其余也多为高等级贵族墓葬，而非

代表一般居民的中小型墓葬，仅在秦末汉初

咸阳毁废、设“新城”县后，方才出现较大

规模平民墓地，故本文暂不对此展开讨论。

“豊”仍然为沣水沿线的一处重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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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鄷丞”之官印，以及相家巷所见“豊

玺”“鄷丞”等封泥，证实至迟于战国晚期

豊（鄷）已成为正式的县邑[52]。但该地目前

尚无后期墓葬资料佐证。

“杜”同样见有“杜丞之印”封泥及大

量“杜亭”“杜市”陶文。文献记载秦二世

与赵高诛杀始皇旧臣和众子弟，“六公子戮死

于杜”[53]，又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

十公主矺死于杜”[54]，表明杜县直至秦末仍

有着重要政治意义。此外近年于杜县周边发

现大量战国中晚期至秦汉之际的中小型墓

葬，数量之庞大、分布之密集、文化因素之

复杂多样，与都城近郊诸墓地相比亦不遑多

让，且“杜亭”“杜市”陶文频繁出现于本

区域随葬陶器之上，可知杜县的人口规模、

经济活动等仍非一般县邑可比。

“戏”及“丽”，由秦始皇陵陵园及周

边区域出土大量戳印“丽邑”“丽市”陶文

的陶器或建筑构件、新丰墓地内出现的大量

戳印“戏亭”“戏市”陶文的陶器，以及秦

封泥中所见“戏丞之印”等，可知二者皆已

成为人口规模庞大、商业和手工业发达的县

邑。其始设时间，戏县已失载，丽邑见于

《史记·秦始皇本纪》言秦王政十六年（公

元前231年）“秦置丽邑”[55]。

“弋阳”于史书中并无更多记载，被认

为成书于秦的《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泾

水入渭位置时甚至未以紧邻的“弋阳”，而是

选择远在渭河南岸的“戏”作为标志[56]，此

外也未见有“弋阳”市亭陶文或封泥等。此

地虽根据前述标准划为咸阳东郊墓区，但仅

就墓葬材料而言，并未如西郊、南郊墓区一

般与都城表现出更密切的联系，或可认为秦

弋阳并非县邑，仍保持着小规模聚落形态。

“芷阳”，史书载秦昭襄王、庄襄王和

宣太后、悼太子均葬于此。发现有“芷阳丞

印”封泥，且于浐灞交汇处东岸出土大量戳

印“芷阳”“芷亭”陶文的陶器，可知其亦

为一处县邑。其始设时间不详，应与前述陵

寝建设时间相关。

“高陵”之名见于“高陵发弩”“高陵

司空”“高陵右尉”[57]“高陵丞印”[58]等封

泥，且见有“高市”陶文，表明其为都城外

围战略要地，同样作为县邑而存在。其始设

时间见于《元和郡县图志》：“本秦旧县，孝

公置”[59]。

“灋丘”于秦统一前后更名“废丘”，

兼有“灋丘丞印”与“废丘丞印”封泥，秦

末项羽封章邯为雍王，都废丘。结合东马坊

遗址考古发现，此地有规模较大的夯土台

基，且发现有“大匠”“左宫”“右宫”等代

表高等级建筑的陶文，可知应为一处具有高

等级建筑的城邑[60]。

除上述县邑之外，渭河南岸广大地区

亦应存在数量众多的乡、亭、里等基层组织

单位，如咸阳城南有“阴乡”“长安乡”等，

“阴乡”之下又有“樗里”[61]，此外还见有

“杜邮亭”“咸阳右乡”等[62]。此类基层单位

地望不详，文献中大多仅记载寥寥数语，考

古工作中亦未发现聚落遗迹，具体地望难以

详细考证，但仍应将其视为城郊空间的重要

组成部分[63]。

（三）徙都之后聚落空间格局

除徙都咸阳外，秦孝公十二年的另一

项重大举措即是对基层行政体制的整合，在

旧的基层组织基础上“并诸小乡聚，集为

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64]。经此变革，

“县”逐渐由前期的“县鄙”或“大夫采

邑”之“县”转化为“郡县”之“县”[65]，

并在县之下设立乡里，在基层推行以“令民

为什伍”的组织结构。除此之外，城市化进

程的推进，工商业活动的发展，强制徙民政

策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乃至上林苑、阿

房宫等宫观苑囿的兴建，均在极大程度上丰

富了咸阳城郊空间的内涵，使得本区域不仅

在空间上从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地区转变为

都城近畿，在政治上从诸小乡聚星罗棋布杂

处的“县鄙之地”转变为以都城为核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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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而有效的县、乡、里体系，而且在生产方

式上从以农业活动为主、封闭的乡野邑聚转

变为生产活动多样、交流频繁的大中型城邑

的城郊空间。与此对应，居于本区域的居

民，其身份也更为复杂，绝非一句简单的

“咸阳城内及周边居民”或“与咸阳有着密

切关系的人群”可概括。限于篇幅，本文无

法对上述各方面一一展开分析，故仅就本文

所采用的墓地视角，选择以本区域墓葬反映

的城郊空间聚落分布特征的思路，来观察徙

都之后本区域聚落空间格局的一系列发展

改变。

前文已根据墓地所处地理位置，即其

与各自所在区域中心城邑的距离，将其分为

三类。其中第三类墓地各项特征与本区域前

期墓地较为接近，可认为二者所对应聚落具

有一定相似性，或同属于级别较低的小型聚

落；而由第二类至第一类墓地，其内部结构

逐渐复杂，文化因素逐渐多元化，偶有高等

级墓葬出现，似乎表明对应聚落的复杂程度

也逐渐增加。然而除分析墓地与周邻聚落地

理位置关系外，秦墓中并无“告地册”等可

为墓主生前所居处提供辅证的材料。但本区

域墓葬中出土有较多市亭类陶文，此类陶文

多为县一级“市”“亭”类管理机构名称，

代表了陶器的生产或销售地点，且多见于

日用器之上，因此墓葬中出土的戳印陶文的

陶器，可认为来自附近设有市亭的城邑，能

够反映墓主与本区域中心城邑的联系，可为

探讨墓主生前所居处提供新的思路。统计本

区域已发表的后期墓葬材料中全部市亭类陶

文，对应地名信息见表二。

由表二可知，咸阳近郊的西郊、南郊

墓区出土大量包含咸阳市亭名称的陶文，种

类繁多，虽无法由此完全确定这两处墓区内

各墓地的人群均曾居住于都城内，但至少

应与都城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杜城、新

丰墓区则分别以“杜市（亭）”和“戏市

（亭）”陶文最为多见，符合“县名单字+

市（亭）”的县级市亭陶文格式，均为本地

产品，可知两处墓区的人群应居于杜、戏两

处县邑或周边聚落。半坡墓区未见有戳印本

地市亭名称的陶器，咸阳东郊墓区、张卜墓

区则未出土带陶文陶器[66]，考虑到上述墓区

（墓地）已接近或超出秦和西汉时期一般县

城与墓地的平均距离[67]，或许可推测这些墓

地的人群与县邑（都城）的联系并不紧密，

甚至为城邑之外“离乡”的居民。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都城的建立和县

制的推行使得部分区位优势较为显著的聚邑

逐渐发展为地区性中心城邑；行政力量的推

动、经济形态的改变及人口规模的迅速增

长，不但深刻改变了本区域前期各聚邑缓慢

的发展过程，而且打破了区域内原有聚落分

散的空间分布格局。由三类墓地与都城、县

邑、乡里之间对应关系的初步探讨，可知这

三类墓地分别代表了各自不同的人群结构与

人群特征、与都城和地区中心城市的联系，

表二	 本区域后期墓葬出土陶文地名信息统计表� （单位：件）

墓区

地名及对应陶文

咸阳 中央官署 高陵 戏县 丽邑 芷阳 栎阳 杜县 平阳

其他咸亭□里/
咸□里□

咸阳□
咸原
□□

咸□
□□

右司 大 高市
戏亭/
戏市

丽亭/
丽市

芷 栎市
杜市/
杜亭

平市

西郊墓区 107 16 3 12 1 1

南郊墓区 29 3 1

杜城墓区 15 1 92 5

半坡墓区 1

新丰墓区 1 1 64 3 1 4 1 1

    说明：本表陶文与地名对应关系参见后晓荣：《秦市亭陶文性质的新认识》，《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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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勾勒出作为本区域城郊空间基本框架

的城乡格局。

咸阳作为都城，人口密集，其周围逐

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城市居民墓地；复杂的

人口结构和频繁的人口流动，不仅使得都城

墓地内文化因素多样，而且极大程度上淡化

了墓地血缘宗族因素，代表小规模“核心家

庭”和“扩展家庭”的墓位形态成为墓地空

间结构的基本构成单位。都城发达的工商业

对周边产生了强大的辐射效应，带有都城市

亭之名陶文的陶器不仅大量见于都城居民墓

地，在城郊其他聚落墓地内也时有出现，显

示出商品流通之广泛。

都城周边各县邑既处于咸阳城郊空间

内，作为“郊”的组成部分，同时围绕其自

身又形成各自的“郊”，居民墓地、乡里聚

落散布其中。作为次一级聚落，县邑人口规

模、人口结构略逊于都城，故较之都城，其

居民墓地结构和文化因素复杂性亦降低，墓

地血缘色彩稍显著。此外，县邑统辖周边乡

里，汇集资源并输出商品，因此带有县邑市

亭之名陶文的陶器多见于本地居民墓地中，

仅有少数通过贸易交换流散至地区之外。而

在众多县级城邑中，“杜”虽随着都城的建立

失去聚落体系核心地位，但仍然是咸阳城郊

的一处重要地区性中心城邑。

而在县邑“都乡”之外的众多“离乡”，

作为基层行政单位[68]，人口规模较小，人口

流动性低，宗法血缘关系仍然显著，导致其

居民墓地传统色彩更为浓厚。除此之外，

基层聚落商品经济亦不发达，甚至无常设市

场，多未设有市亭类机构，故基本不见乡亭

陶文。

由都城至乡里，由此形成了等级分明

的城乡聚落格局，即以都城为核心，属于都

城居民之墓地及都城之“离乡”分布于城市

外围近郊；近郊之外的远郊为众多县邑呈

“一主多辅”之势环绕都城，同时外围又有

县邑之“离乡”等基层聚落及县邑居民、乡

里居民之墓地。城邑、乡里、墓地与园囿、

宫观、陵寝兆域穿插分布，围绕咸阳城形成

了多重、多层次的环绕格局（图三）。与此

同时，本区域政治、经济中心发生转移，由

前期位于渭河南岸的杜县转移至后期渭河北

岸的咸阳，后又伴随咸阳城市发展而横跨渭

河南北。在以上两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构

建起了历经变革后由分散聚落整合发展而来

的、等级分明且布局清晰的区域城乡体系，

将都城、县邑与基层乡里紧密联系起来，成

为“郡县制”发展壮大的缩影。

四、结    语

本文将秦咸阳城“城郊”空间作为一

处独立的单元，着眼于城郊区域内数量众

多的墓地材料，以秦“徙都咸阳”为节点

分前、后两期展开综合梳理分析和比较，

并由此进一步探寻以墓葬为代表的考古遗存

如何与城乡聚落产生联系，如何通过零散、

碎片化的墓地材料构建还原区域内众多聚落

与都城的联系及由此构成的空间布局，又如

何在此基础上为探讨特定聚落的人口规模、

人群构成、社会组织结构乃至日常生产生活

等信息提供参考。城郊空间内众多墓地，及

其因各自对应聚落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区

位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独特的发展特征和

空间形态，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为我们勾

勒出了本区域在从“县鄙之地”发展为“王

畿之地”的过程中，由单核心、松散的传统

聚落结构向“一主多辅”、日趋成熟、结构

完善的郡县制度下等级鲜明城乡体系的转变

过程。

正如沈德玮指出的，“早期的城郊绝

不是一个范围固定、功能单一或者活跃程

度很低的场所，也并不仅仅只有农村、农

田和农民而已。相反，它虽位于大型中心

城邑之外，却也同样容纳着众多的社会阶

层——农民、手工业者、胥吏、持爵者、公

卿与封君等等——以及他们活泼而驳杂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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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生活、生产、交通与仪式等日常性的活

动”[69]。咸阳城郊空间各聚落也呈现出在完

整的城乡体系逐步建立的背景下，进一步充

实本区域都城、县邑、乡里的多层次格局，

逐步淡化了先秦“国”与“野”、“都”与

“鄙”在行政体系方面和在居民身份性质与

身份认同之间的对立关系和壁垒，促进城乡

之间的交往和互动，成为秦汉时期城市化过

程的生动写照。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是在目前已有资

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初步分析，由于资料本身

时空分布不均，所得结论仍然有待更为深入

工作的开展、取得更多样本的验证。

附记：本文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

启计划”项目“秦都咸阳城郊空间考古学研

究”（项目编号2025QQJH26）和中国社会

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项

目编号DF2023YS14）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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